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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领导与中国特色企业激励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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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工业化建设大幕开启之时，如何持续激励工人投入生产，就成为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管理者

共同关心的问题。苏联采取通行的物质刺激方式，以计件工资制对工人进行激励；中国则长期实行精

神激励为主、物质激励为辅的激励措施，通过劳动竞赛、先进表彰、越级提拔等方式，对工人进行激励，

并取得了较好的激励效果。从历史经验来看，党组织的有效领导和党员干部的率先垂范，是精神激励

措施能够产生效果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之后，企业激励制度偏向于对管理层和核心技术团队的物质

激励，而精神激励相对不足，亟需在企业中加强党的建设，要求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做好引领与管理

工作，使精神层面的激励作用转化为实际工作中高度自觉的执行力，为企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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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has become a common concern of policy makers and enterprise managers on how to continuously 
motivate workers ev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Soviet Union applied piece-rate system, a 
more common material stimulation to incentivize workers. For a long time, China has implemented measures that 
are driven by both spiritual encouragement and material encouragement, such as labor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awards, leapfrog promotion and so on to stimulate workers, which has worked very wel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the effectiv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and the leading role model of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spiritual incentive measures.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incentive system in enterprises tends to prioritize material incentives for the management and 
the core technical team, but the spiritual incentives are relatively insufficient.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strengthen 
party building in enterprises.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are required to take the lead and do a good job in l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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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anaging workers, so as to transform the spiritual incentives into employees’ highly conscious execution in 
actual work and provide inexhaustible impetu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Keywords：party committee leadership; incentive systems; spiritual incentive measures; piece-rate system; labor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awards; leapfrog promotion

如何持续激励工人投入生产，这是从工业化建

设大幕开启之时起，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管理者就

一直关心的问题。在此问题上，中国走出了一条

有别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即长期实行精

神激励为主、物质激励为辅的措施，这既是工业

发展水平、技术管理能力、领导人意愿等因素共

同影响所导致的结果，也与党组织强有力的基层

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有关。

对于中国企业激励制度的建立与演变问题，

既有研究从历史脉络 [1-2]、激励方式 [3-9]、激励效

果 [10-11]、激励特征 [12-14] 等角度进行讨论，但对于

党组织对激励机制的影响，现有的讨论尚不多见。

当前，各级国有企业正在落实中央最新指示精神，

加强党建引领，形成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

发挥好党委在企业改革发展中“把方向、管大局、

保落实”的领导作用；但是如何以党建促发展，

推动党建与业务工作的同频共振，不少企业仍面

临着“两张皮”的问题。本文通过历史经验的梳

理，探讨如何将精神激励转化为工作动力的路径，

以期为企业发展提供经验参考。

一 工业化发展诉求与激励机制的形成

推动国家发展，实现工业化，这是社会主义政

党夺取政权之后所共同树立的目标，为此，其“设

计了严密的计划来强制实现生产的高速增长”[15]。

苏联就提出过，“社会主义公式”等于“苏维埃

政权 + 全国电气化”；中国也于 1953 年表达过“要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

义工业化”。但是，无论是苏联、中国还是其他

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从生产力相对较低的阶段开

始进入工业化建设的，面临着积累与消费的平衡

问题，“国家投资越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留给家庭消费的就越少，反之亦然”[16]。苏联设

想借用资本主义企业中盛行一时的“泰罗制”，

通过精确的定额管理控制成本，对工人实行广泛

的物质激励和计件工资制；中国则以精神激励为

主、物质激励为辅，重视思想动员和政治教育，

走出了一条与苏联截然不同的企业管理之路。

1917 年，刚刚建立政权的苏联，面临着政局

动荡与经济萧条的双重困境。为此，列宁提出，借

鉴资本主义企业中流行的“泰罗制”，进行科学化、

集约化生产。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一文中认为，“泰罗制”虽然应用于资本主义企业，

但可称之为关于企业管理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

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操作中的机械动作，省

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

实行最完善的统计和监督制等等”[17]330。“泰罗制”

的核心内容是，“科学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

动作，研究出最经济而且生产效率最高的所谓“标

准操作方法”，科学地挑选和培训工人，研究工

人的生产过程和工作环境，并据此制定严格的规

章制度和合理的日工作量，同时采取计件工资等

激励机制提高工人的劳动积极性 [18]。为此，苏联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经济核算制度，

使生产要素得到合理使用及配置，以降低生产成

本 [19]，主要表现为在企业内实行科学化的定额管

理制度。

苏联要求企业规定产量定额，通过修订的办法

定期检查定额，及时变更不再符合生产的技术水

平、组织水平以及职工已经提高了的熟练程度的

定额，以此掌握工人的实际劳动投入与产出。在

此基础上，制定生产计划，全面实行按劳付酬制度，

“使新的标准工资不仅能鼓励提高熟练程度并依

据劳动的复杂程度和条件正确规定工资差别，而

且还要能直接刺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生产效率

的提高”[20]45。苏联由此实行了全面的物质激励，“进

一步在工资方面严格地、彻底地实行对优秀工作

者的物质奖励。如实行计件工资制、对领导人员

实行奖励制、对熟练工人较非熟练工人多付工资

等办法”[21]。其具体做法，一是广泛实行计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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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制，尤其是累进计件工资制，即将工人做出来

的产品，“在定额以内的部分，按原定计件单价

来计算工资，超过定额的部分，按比原定计件单

价要高些的计件单价来计算工资，有的还规定超

额部分多于一定的数量，超额的部门的计件单价

还可以更高一些”；超过定额的部分，一般按照

比原定高出 50%~100% 的计件单价来计算工资，

这样，能够保证累进计件工比直接计件工的收入

增加近 20%[22]。二是底薪制度流于形式，工人基

本上没有工资保障 [23]。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工人

的收入差距很大，工人内部的收入分化愈发明显，

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之间相差 30 多倍，甚至出现

一批“工人贵族”[24]；同时，工人在企业之间的

流动性也很大，据统计，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

工业工人的流动率大约为 20%，建筑业工人的流

动率则高达 30% 以上，以此计算，1970 年有 770
万的苏联工人离岗。许多企业劳动人员极不稳定，

个别企业简直成了工人转业的“走廊”，据 1967
年的一次调查，有 39% 的工人在企业中工作不满

三年即跳槽走人 [25]。

苏联管理的企业模式制度，自 20 世纪 40 年代

后期即开始影响中国。1948 年，东北旅顺、大连

地区的部分企业如中华油漆工厂、裕民工业公司、

大连钢厂等开始试行带有计件累进奖励与超额奖

励的工资制度，并通过向苏联专家学习，采取以

中等技术水平来确定定额的方法，“我们需要的

定额，是介乎先进生产者所达到的新纪录和现在

存在的技术标准之间，而为一般职工在正常的积

极工作条件下都能达到的水平”[26]。至 1949 年底，

除大连中苏合营以外的公营工厂，有 78% 的工人

的工资采用了计件制和计件累进制 [27]。“一五”

期间，中国的国营企业中，广泛推行苏联特色的

计件工资制。1955 年，中国国营企业实行计件制

的占全部生产工人总数的 32.5%，到 1957 年底，

这个比例已经升至 42%，实行计件制的工人总数

达 310 多万人 [28]。1956 年 7 月，国务院宣布进行

第二次工资改革，要求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注意

克服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现象，明确推广和改

进计件制。“各产业都应该制定切实可行的推广

计件工资制的计划和统一的计件工资规程。凡是

能够计件的工人，应该在 1957 年全部或大部实行

计件工资制。同时，必须建立并且健全定期（一

般为一年）审查和修改定额的制度，保证定额具

有技术根据和比较先进的水平。实行计件工资标

准的时候，应该由低到高，逐渐增加，并且必须

同时修改落后的定额。”[29] 同时，还规定了比计

时工资标准高 4% 至 8% 的计件工资率。

参照苏联经验所推行的物质激励和计件工资

制，在 1958 年之后便被“叫停”，此后，尽管

在 1961 年与 1978 年两次恢复实行，但这种激励

方式只能作为辅助性的手段，在企业中主要推行

的是以劳动竞赛、先进表彰、越级提拔等组成的

精神激励措施。“政治挂帅的原则和更为普遍的

政治运动是中国工厂管理工人劳动的一种特殊手

段”[14]213-266，以政治动员、激发工人情感、培养

积极分子等策略来提高工人生产积极性，使工人

在激动、羞愧、愤怒等感情的唤起下，极其热情

地参与到生产和工作之中 [30]。中国和苏联企业激

励方式之所以产生显著差异，其原因在于管理能

力的约束与“根据地”模式的影响。

二 激励方式的分野：管理能力的约束

与“根据地”模式的影响

中国和苏联的制度环境接近，理应在企业管

理和生产激励方式上采取相近的策略。事实上，

与其他东欧国家的情况类似，中国也一度借鉴苏

联模式，在企业中推行“一长制”和计件工资制，

如毛泽东所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

就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

经验”[31]。但是，中国全面学苏的时间并不长，

从 1956 年之后，中国就开始反思苏联模式，并试

图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新路。

1949 年初，苏联专家分批前往我国东北国

营工厂，对企业管理和激励制度的建立进行业务

指导。在推行计件工资制的问题上，中方管理人

员经常“不能爽快接受”，只是在苏方专家的劝

说和高层的施压之下，才“必须照做”[32]。而在

1955 年，中共上海市第一重工业委员会办公室对

下属各厂计件工资的情况进行调查，发现计件工

资激励制度推行速度非常缓慢，远远落后于上级

部门的指标要求，“中央去年颁发的推行计件工

资指标要求达到生产工人 21.93%，实际上，上

半年只达 2.16%，下半年据 12 月中旬统计只达

10.64%”[33]，原因是企业管理人员“畏难怀疑”，



84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4 期（总第 141 期）

“怕推行计件工资制度花了钱不讨好，怕目前推

行计件工资的条件还没有具备”[34]。

企业管理人员对物质激励和计件工资制的犹

豫与担忧是有道理的。上文指出，苏联模式的物

质激励，建立在精确的成本核算和定额管理的基

础上，如“定额规定得不合理，统计和检查做得

不周密，改行计件工资制的工人的劳动组织得不

好”，就会造成计件制有名无实、工资基金超支

和产品成本提高 [35]。尤其是对于流水线上的工人

而言，定额管理就是将复杂劳动折算为简单劳动，

确定工人的工资标准和等级，因此“计算单位必

须要相当准确地反映出工人的劳动量，否则就不

可能规定有根据的产量定额并对其完成情况进行

统计”[20]302。在这一点上，中国企业普遍缺少受过

专业训练的技术管理人员，在进行定额管理、质

量检验和统计记录时，长期存在记录表式杂乱无

章、前后不一，工时、产量记录不实等问题，从

而约束了计件工资制的推行 [36]。一旦出现计件工

资制的指标式推行，就会出现低级别工人收入远

超过高级别工人收入、计件工人收入远超过计时

工人收入等状况，导致工人之间矛盾重重，进而

导致激励制度异化。

除此之外，企业要合理有效地推行物质激励措

施，必然在管理体系上作出相应设计。在这一点

上，苏联在企业中实行“一长制”，强调厂长是

“独一的首长，是社会主义企业的全权领导者”，

对于企业的生产财务计划和所有各项生产任务的

完成负有直接责任，领导企业生产的整个组织技

术过程，直接任命企业所有的行政和技术人员 [21]。

其在生产过程中，实行垂直单一领导制，下级只

接受上级行政首长的指令，“无条件地在劳动中

有纪律地、自觉地执行指令和命令，使经济机构

真正能像钟表一样工作”[37]。“一长制”采取计

划经济的方式调控生产，具体规定产品的投入产

出，并采用“物资平衡”的做法，保证生产的数

量与目标相一致 [17]3-5，因此需要保证有科学管理

经验和能力的人占据核心部门，由他们制定企业

的生产计划，掌握资源的分配权。用斯大林的话

来说，“（技术）干部决定一切”，由此形成了“最

强的干部当厂长”的态势。

“一长制”进入中国之后，马上就出现了“水

土不服”的情况。一方面，1949 年之后形成的国

营企业，多数都是国民政府时期的官僚企业演变

而来，技术管理部门的负责人不少是“旧人员”[38]。

为了保证“一长制”的实施，厂长的级别通常要

比党委书记高二、三级，甚至还有企业的党委书

记是由厂长培养和提拔起来的，这导致在“一五”

时期，“工厂中的党委只不过是企业内部的另一

种职能组织”，有些企业甚至到 1956 年前后才建

立党组织 [39]。这种情况在苏联的企业中也普遍存

在。苏联企业要求党组织不干涉厂长的具体工作，

特别是不得干涉行政的业务命令；甚至在大多数

工厂中，党组织根本不存在，或者只是处于附属

位置，只有在需要做动员工作时才会出现党支部

和党小组的身影 [14]122-137。对于“一长制”弱化党

组织作用的现象，一些党委干部表达了强烈不满，

认为这种制度违背了“党领导一切和集体决策的

传统”，导致工业企业成为一个“不同于农村、

不同于军队的特殊部门”，滋长了“忽视党的领

导的倾向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和官

僚主义作风”[40]136。

另一方面，在政权建立之前，中苏两国的政党

在革命斗争经历方面也不尽相同。十月革命之前，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只有基层组织动员的

经验，并没有经受过政权建设与管理的考验。在

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样板，又处于内外夹攻的险

峻形势下，苏联不得不借鉴沙俄时期的“长官制”，

赋予生产指挥中个人独裁的权力，并放手任用沙

俄时期的旧专家担任企业生产部门的核心职务；

采取资本主义企业中常见的“泰罗制”，也是在

这个逻辑下形成的。列宁公开表示，“一长制”

是一种妥协 [41]，认为“一长制”“超出了科学的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正轨”，是“资产阶级个人主

义观点的产物”[42]。

1949 年之前，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近 30 年的革

命斗争，尤其是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开始，

中国共产党就已着手探索管理体系的路径。有学

者形象地称之为“扁平化管理”模式，即“官长

不许打骂士兵，废除繁琐的礼节，建立新的带兵

方法，开会士兵有说话的自由，经济公开，官兵

待遇平等，吃饭穿衣都一样”[43]。“官兵一致、

军民一致”的做法，使权力和利益在管理者和被

管理者之间“进行相对均衡的分配”，提升了总

体的管理绩效水平 [44]。与之相比，“一长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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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科层制割裂职工的工作属性和决策属性，

使层级间出现自上而下的单向信息传递，产生所

谓“文化断层”，管理层无法了解实践中出现的

具体问题，基层员工的需求难以被满足，工作积

极性受到影响，导致企业无法形成具有向心力、

凝聚力的民主文化氛围 [45]。这与强调党员、干部

和工人共同参与，采取积极的群众动员和意识形

态教化的革命传统相脱节 [40]136。有鉴于此，1949
年之后，中国即开始在企业中倡导精神激励，加

大劳动竞赛、先进表彰、越级提拔等措施的实行

力度，突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探索具有中国特

色的企业激励制度。

三 党委角色与企业激励机制的创新

中国企业中实行的精神激励制度，以生产竞

赛、先进表彰、越级提拔等措施为代表，其多数

在根据地时期就已开始探索实践，1949 年后逐步

在企业内推行，取得了较好的激励效果。激励措

施能够推行，主要原因是党组织的有效领导及党

员干部的身先士卒。

（一）企业激励制度

1. 劳动竞赛

早在根据地时期，劳动竞赛制度便已初具雏形。

1933 年 8 月，中央苏区各厂矿企业和地方乡村提

出比数量、质量、成本等内容的竞赛目标，评选模范，

表彰先进，并给予其精神和物质奖励 [46]。1942 年

2 月，边区发动“大生产运动”，组织厂矿企业进

行劳动竞赛，在克服边区财政经济困难局面、解

放发展劳动生产力、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争取抗

战最后胜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47]。1946 年之

后，东北解放区发动劳动竞赛运动，在两年的时

间内，共有军工、铁路、矿山、纺织、机械、电业、

造纸、邮电等十几个系统二十余万公营企业职工

参加了生产竞赛运动，工业生产成倍增长，铁路

运输迅速恢复 [48]。

1949 年之后，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和社会秩

序的稳定，国营企业的劳动竞赛也开始进入常态

化阶段。1949 年春，沈阳第五机械厂工人马恒昌

带领所在车工小组，向全厂发出了“迎接红五月

劳动竞赛”的倡议，得到热烈响应。1951年1月，“马

恒昌小组”通过《工人日报》，向全国职工发出

了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的倡议，得到了全国各

地 2 810 个工矿企业、1.8 万个班组、223 万余名职

工的积极响应。工人喊出了“机器就是武器，工厂

就是战场”的口号，掀起了劳动热潮，得到了毛泽

东的称赞：“在工业和农业战线上正在发展着的爱

国增产运动，是我们国家值得庆贺的新气象”[49]。

1953 年 5 月，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赖若愚在中

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为完成国家工

业建设的任务而奋斗》报告，报告指出：“组织

搞好生产的基本方法，就是逐步地引导群众开展

劳动竞赛。通过劳动竞赛，高度地发挥工人、工

程技术人员和职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去改善劳动

组织，改进生产过程，改良工具和操作方法，以

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竞赛应当“着重于劳动

与技术相结合，推广先进经验，发掘生产潜力，

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数量和质量，并注重

劳动保护和技术安全”，同时要求将劳动竞赛作

为经常性的劳动方式 [50]112。

从程序上来看，劳动竞赛一般由三个阶段组

成：首先，由小组、车间、科室、全厂逐级讨论

生产计划，订立集体合同，确定保证条件；其次，

推广先进经验，提出合理化建议，利用生产会议

解决生产中的核心问题；其三，总结工作，评定

顺位，奖优罚劣 [51]。竞赛指标除了产量之外，还

包括安全生产达标率、废品率、节约原材料等内容。

相关文件称，“劳动竞赛是发展生产、实现国家

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可靠保证”[52]，通过劳动竞赛，

发扬工人群众的劳动热情，提高劳动生产率，“达

到增加产品、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确

保生产安全、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的目的”[53]。

“大跃进”时期，各企业发动生产小组进行

劳动竞赛，抓日产量、班产量，实行每天一小抓、

三天一大抓、五日一高产、十天一战役的工作方法，

保证生产顺利进行 [54]。20 世纪 60 年代初，劳动

竞赛的重点逐渐向改进生产技术、劳动组织和改

善管理、注意技术安全等较高层次发展。一些企

业开展了“五好”班组和“五好”职工竞赛。“五好”

班组是指政治工作好、完成任务好、班组管理好、

经常学习好、团结互助好，“五好”职工是指政

治思想好、完成任务好、遵守纪律好、经常学习好、

团结互助好。这些活动对提高职工的政治觉悟、

调动生产积极性、加强企业管理起到了良好的效

果。“‘五好’竞赛体现了政治和经济、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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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科学管理和群众运动的结合，生产和生活

的结合，领导和群众的结合……使竞赛的领导得

到加强。”[55]

2. 先进表彰

以劳模评选为代表的先进表彰制度，也是一种

根据地时期便已出现的激励方式，“劳模运动是

边区生产和各项建设工作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

也是创造典型和推广典型的运动”[56]。劳模代表

人物有“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赵占魁，他的先

进事迹得到了上级部门的高度评价。相关部门要

求借助表彰活动，“克服少数工人中经济主义、

平均主义、不安心工作等现象，以达到提高工人

政治觉悟、稳定生产情绪、激发劳动热忱、增加

生产质量、改造工会工作的目的”[57]。1943 年和

1944 年，延安两次召开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代

表大会，公开奖励劳动英雄，“给奖时应召集附

近之居民开群众大会，并将受奖者的姓名、略历

及受奖者条件，在全县利用各种会议上、或民众

组织中作宣传，以扩大其影响”[58]。

1950 年 9 月 25 日至 10 月 2 日，在北京召开

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有 464 人被中

央人民政府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毛泽东在会

上指出，劳动模范“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

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

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

梁”[59]。劳动评选自此成为一项群众化、制度化

的社会活动。1950 至 1960 年，先后召开了 4 次大

规模的全国性劳模代表会议，共表彰了 6 510 个全

国先进集体和 11 126 名先进个人。国务院各部委、

各省市县人民政府、各基层单位及事业机关团体

单位，以各种形式评选表彰先进人物，并授予相

应级别的劳动模范称号。在成就表彰方面，改革

开放之前全国性的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一般都

有国家领导人参加。获得劳模称号，得到毛主席

的接见，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活动，

成为许多生产者的追求与梦想。当劳模从北京载

誉归来，回到工厂将所见所闻加以介绍宣传，又

会进一步提高劳模本身的自豪感，对其他工人也

能够形成一种“强激励”效果。国家以“树典型”

的方式有组织地宣传和倡导，把主流意识形态向

社会传播，使之在潜移默化中成为民众认同并坚

守的价值观念 [60]。

3. 越级提拔

为满足工业化建设对技术人才的需求，1953
年 5 月，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赖若愚提出，要在工

人中进行系统的政治、技术、文化教育，有计划

地从工人群众中培养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50]143。

1953 年 11 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统一

调配干部，团结、改造原有技术人员及大量培养、

训练干部的决定》，指出“大量培养、训练干部，

以解决工业建设及其他方面迫切需要的干部问题，

这是当前党的组织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并提

出“五年之内，除了现有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

外，在工业、运输、地质、建筑等方面，还需要

增加大约三十万新的各级技术人员和一百一十万

新的技术工人”。为了完成这一培养指标，各地

工业局要求“就地取材”，将工厂变成“培养干

部的学校”[61]。各级部门由此制定措施，“大胆、

正确地从工人中细心地挑选大批思想进步、工作

积极、忠实可靠、懂得技术并有一定办事才能的

优秀分子到各种领导岗位上来”，并认为这“是

党既定的政策，也是生产发展的要求”[62]。

“大跃进”时期，企业生产普遍紧张，企业

除了依靠大专学校培养技术干部之外，“还必须

从工人队伍中去培养和提拔”[63]。短时间内，出

现超量提拔工人技术干部的情况，如上海轻工业

局下属工厂 1959 年仅提拔技术干部 175 人，而

1960 年则提拔了 1 752 人，其中 1 590 人出身工

人，比例超过 90%[64]。企业还成立各种教育培

训机构，“根据干啥学啥、缺啥补啥的原则”，

通过短期脱产或半工半读等方式，让工人尽快地

掌握相关知识技能。1960 年，上海 8 个工业局

所属工厂有 62 个举办了学习班，2 764 人参加，

8 个全日制工人大学共有学员 1 200 人，每天生

产 6 小时，学习 4 小时 [65]。越级提拔和工人培

训，对工人产生了强有力的激励效果，工人纷纷

将这种提拔活动视作“第二次当家作主”。“过

去，要靠文凭才能做科长、工程师，现在真正是

工人当家，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自己

的政党的领导下才有的事。”[66] 一些工人认为，

提拔活动为普通工人设定了努力方向，“很多同

志意识到，我们每个人只要努力学习、忠心耿耿

为党工作，谁都能争取做一个工人阶级的技术干

部”[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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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党委领导作用

劳动竞赛、先进表彰和越级提拔，构成了

1949 年之后企业推行精神激励措施的主要内容。

纵观这些措施的实践过程，可以看到，精神激励

措施要想取得积极效果，关键因素是充分发挥党

组织的作用，党员干部要扮演“引导者”的角色。

以下以劳动竞赛为例作具体分析。

在企业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根据党和国家的

方针政策及政治经济形势，以工会为主，会同行

政和共青团等部门分工负责，讨论决定劳动竞赛

的目标内容，由党、行政、工会、共青团的有关

人员组成竞赛领导小组或评比委员会。行政主要

解决竞赛中有关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

工会负责组织竞赛的日常工作，协调和组织各方

力量，研究解决竞赛中遇到的问题；共青团负责

发动青年参与竞赛，做好青年工人的思想工作。

各项工作最终归口到党组织。如上海市钢铁加工

工业公司发动劳动竞赛，就首先成立竞赛指挥部，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分级建立劳动竞赛领导小组，

由党的主要负责同志任各组组长，吸收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和工人积极分子参加，以便深入一线，

了解情况，督促检查，总结经验，在组织上保证

竞赛的持续开展 [54]。

党组织在劳动竞赛中所承担的领导责任，是竞

赛得以开展的关键。一些企业表示，如果党组织

不参与劳动竞赛的领导，而由工会单独组织，竞

赛过程就会显得非常混乱，表现在得分多的部门

不服众，得分少的部门不服气，互相批评、质问

上级，导致激励效果根本无从发挥 [68]。只有党组

织参与其中，通过宣传教育工作使职工群众普遍

认识到开展劳动竞赛的目的和重要意义，动员全

体党员起到骨干带头作用，并经常检查工会、行政、

青年团在组织劳动竞赛中的工作，才能真正收到

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生产管理、革新生产技术

的效果 [69]。

党组织并非一个虚体机构，而是由活生生的党

员干部构成。在开展劳动竞赛的过程中，只有党

员干部冲在第一线，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定

期或不定期地深入各部门，对竞赛活动的情况进

行检查指导，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竞赛

才能实实在在取得效果。相反，如果党员干部只

是充当发号施令的角色，竞赛最终就会体现出形

式主义的一面。改革开放之前，无论是劳动竞赛、

先进表彰还是越级提拔，往往在物质利益上得不

到太多的激励，竞赛的优胜者“只是多了一张红

纸头”[70]。据老工人回忆，之所以这些激励措施

能够起到效果，主要是由于党员干部深入基层，

以身作则，“干部也是劳动，都带着做事”。多

数企业还规定，厂级领导每月下基层工作 1~2 天；

科室和车间领导每月 3~5 天，和工人共同干活，

帮助解决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技术等问题，“没有

偷懒的，不是摆样子，跟工人打成一片”，在开

展劳动竞赛或有重要任务需要完成时，也时常能

够在车间见到他们的身影。

可以说，党组织的有效领导和党员干部的深

入群众，是改革开放之前企业生产活动得以开展、

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关键因素。在物质条件极

度匮乏、国内外政治环境相当恶劣的情况下，

1980 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仍比 1952
年增长 26 倍多 [71]。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生产

总值，从 1952 年的 261.5 亿元增长到 1978 年的

3 416.4 亿元，平均每年增长 10.39%，全员劳动

生产率也从 1952 年的每人每年 4 184 元，增加到

1978 年的 11 130 元 [72]。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精神激励措施的效果，

并不能掩盖物质激励不足所带来的问题。“大跃进”

时期叫停计件工资制，实行平均主义色彩浓厚的

“计时 + 奖励”工资制，以及“文化大革命”时

期停止一切物质激励，冻结工资增长等，都导致

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下降，进而出现集体怠工的

情况。同时，党委一旦越俎代庖，干预行政工作，

甚至形成“党委书记一长制”的局面，也会对企

业正常的生产秩序带来负面影响 [73]。邓小平曾批

评这种权力过分集中局面，认为在加强党的一元

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

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

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

一书记挂帅、拍板”，这种情况必须要加以纠正 [74]。

总而言之，掌握好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之间的平

衡关系，在发挥党委领导作用的情况下，实行合

理的任务分工，达到权责一致，才能真正起到有

效激励生产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即确立了工业化尤其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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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业化的发展方向。如何管理企业、激励生产，

成为政策制定者着重关心的问题。苏联模式的物

质激励、计件工资制及“一长制”，尽管对苏联

的工业化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些制度移植

到中国时，其出现了明显的“水土不服”现象，

原因在于中国缺少足够数量、训练良好的技术管

理人员，无法进行精确的成本统计和定额核算。

由此，中国逐渐形成了精神激励为主、物质激励

为辅的激励制度，企业借助劳动竞赛、先进表彰、

越级提拔等方式，激发工人情感，使其充满激情

地投入生产活动。而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和党员干

部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是这一制度能够有效运

行的根本保障。

改革开放之后，在企业激励制度的设计上，

主要针对发挥突出作用、作出重要贡献的企业管

理人员、技术人员等中高层群体，通过年薪制、

股权激励、技术转让等方式，强化物质激励。这

些措施遵循了中央最新的分配制度改革精神，即

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

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

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提高了企业管理团队和技术

骨干的积极性。但与此同时，对企业中的主体成

员——一线工人的激励却相对不足。相反，企业

管理层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测量工人的生产业

绩和效率，将工人的绩效与其报酬给付紧密联系

起来，强化了工人的不确定感与风险意识 [75]。部

分企业所实行的诸如延长工作时间、限制病假休

假、动辄调岗裁员等做法，进一步加剧了职工与

管理层之间的矛盾 [76]。计划经济时期行之有效的

精神激励“三板斧”日益失色。被表彰的先进优

先考虑作出“特殊贡献”或者有“发明创造”的人，

意味着提名对象倾向于中高层技术管理人员；而

在职位晋升时，学历的重要性逐渐突出，越级提

拔工人技术干部的可能性也在减小。即使一些企

业仍然推行劳动竞赛，但由于党组织的参与程度

不够，一般仅由工会发动，没有固定的章程和措施，

组织管理意识薄弱，造成竞赛规则不够公平公正，

效果大打折扣 [77]。

基于此，笔者认为，除了要稳步推进企业的制

度建设之外，还需要尽快补齐短板，构建以“主人

翁意识”为核心的国企文化，提升企业职工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影响工人日常生产行为的……有源

自国营企业职工特殊地位的集体意识、对本单位的

认同以及由精神刺激所带来的晋升机制。”[10] 在

建设企业文化、加强精神激励的过程中，党委理

应发挥“把方向、管全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

构建企业良好的政治文化生态。党的干部要起到

引领作用，既要尽责抓又要带头做，既要严要求

又要会激励，率先垂范、身先士卒，使职工对企

业产生归属意识，获得精神需求的自我满足，以

达到调动职工热情、发挥职工作用的积极效果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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